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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效能感是影响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政治参与行为是个体政治效能感在日常生活中的

具体呈现。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可以观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与流出地不同的政治参与程度，内在和外

在政治效能感的差异又能反映出不同类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政治参与行为、地方政府服务水平、政府信任和社会公平等因素显著影

响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需要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化解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困境，提高整体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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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efficacy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factor that affects individ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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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in daily life. The political efficac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be used to observe the dif-
ferent lev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place of inflow and outflow,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can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CSS2019), 
the use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
havior,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 levels, government trust, and social equit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olitical efficacy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xpand the channel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resolve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
la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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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一体化的外在拉动力和内生推动力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导致社会流动人口激增且流动边界不断

向外延伸。截至 2019 年，我国流动人口人数高达 2.36 亿，约占总人口比例的 16.8%1。从人口普查学的

角度来看，流动人口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不包含市

辖区)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后者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本文对流动人口的定义采用

广义上的分类标准，他们在向外流动过程中，居住地逐渐趋于稳定，成为非户籍地居住的重要群体，参

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根据我国户籍制度相关规定，流动人口依然保有户籍所在地的政治参与权利。

由于流动群体人户分离的特殊性，其政治效能感成为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是社会融合、参与民主的积极表征。随着非户籍地居住时间的延长，此类群体也是影响城乡社区和谐稳

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现有研究中，诸多学者对部分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实证分析。比如，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关

注城市居民的社区政治效能感[1]；或是聚焦女性村民群体，探索其家庭关系、政治心理对参与村内选举

行为的影响[2]；也有人考察城市务工经历和现代性体验对农民工群体政治效能感的影响[3]；又或是从信

任角度出发，观察地方官员的政治效能感[4]。总体而言，当前仍然缺乏对流动人口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

的研究。此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政治参与双重边缘化[5]，政治权利陷入“权利贫困”，存在流出地

“权利旁落”和流入地的“权利排斥”的政治参与张力。这种政治参与边缘化困境表征为由政治态度变

化而引发的政治效能感偏低。因此，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政治效能感的多重因素，不仅有利于发现流动人

口在政治参与中存在的张力、帮助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培养政治参与意识，进而形成重要的社会稳定机

制；同时对推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方式、丰富我国政治效能

感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2.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政治心理现象，会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政治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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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办的流动人口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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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定义为：个人政治行为确实或可能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感觉，即履行公民义务是值得的。这种感

觉使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为可能的，公民个人可以在实现这种变革中发挥作用[6]。随后，西方学者在此概

念之上进一步将政治效能感区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前者是指个人对自我政治能力的

评价，后者通常表现为一种政治信任，是当局和机构的感知反应[7]。而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政治规范有

不同的呈现方式)可以表现为一种规范，一种心理上的困惑或感觉，或是一种行为形式[8]。国外研究者对

政治效能感的分类、指标测量、影响因素、地域差异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具有较为健全的研究体系。 
群体的社会身份差异会导致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社会经济因素带来的影响仍然具有共性。整体而言，

对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并从早期的单向度转为内外双向度。个

体层面包括社会经济因素(涉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以及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特征)、政

治参与行为、社会感受、现代化体验等，组织层面则偏重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参与以及党派的一致

性问题。由于各国政体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且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受长期稳定的政党体制

以及社会组织的影响较小，因此学者多从微观层面进行考察。 

2.1. 社会经济因素 

人类学特征是研究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内容。内部效能和外部效能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都与特定的社

会人口特征相关，某些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始终是不同国家政治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因素[9]。Yesenia 研究青

年群体政治参与发现，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和种族，青年公民知识和政治效能的差距越来

越大，采用将公民扫盲补习班与应用政治参与相结合的干预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政治效能感[10]。
布拉姆森研究不同种族儿童的政治态度时发现，种族因素会对政治效能有所影响[11]。裴志军将城乡居民

和女性村民分别作为研究对象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政治技能习得、受教育程度、性别都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12]。李蓉蓉则证实了政治练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且其政党身份的获得

会产生显著的影响[13]。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社会经济因素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 

2.2. 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效能感有强烈的相关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归因方式、行

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14]。内部效能能够解释自我预测参与的不同水平，以及每个国家的个人对不同

参与模式(投票、代表、抗议和违法)的偏好[15]。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会影响个人政

治效能感。例如，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对政治效能感无法起到一般教育型的促进作用；而直接参

与选举、投票的诱导型政治参与对外在效能感产生正向或负面的影响[16]。郑建军发现，政治效能感会产

生中介作用，通过影响参与意愿来间接影响选举参与行为。进一步地，李蓉蓉指出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

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政治参与行为正向影响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 

2.3. 地方政府服务水平 

梯波特–麦奎尔公共物品供给模型中，人口充分流动是地方政府行为的预设前提。地方政府根据自

身的资源约束采取行动)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吸引或排斥人口)以保持适宜的地方人口规模[17]。公共服务水

平关系到地方政府的政治绩效，两者构成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18]。简言之，地方政府服务水平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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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也是城市吸引人口迁入维持人口红利、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以往

研究中，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多与政府信任、政府满意度相伴出现，极少与公民政治心理相关联。“为了

追寻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精彩的人生，融入城市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已成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

动机，不再仅是为了“生存理性”而外出[19]。流动目的转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视野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环

境中，以考察流入与流出两地地方服务水平差异背后引起的政治参与环境的变化，进而了解对公民自身

政治心层面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地方政府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政治效能感越高。 

2.4. 社会感知状况 

政府信任和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民参与意图的态度和能力的决定因素，是公民参与行为发生的前提

条件[20]。政治效能感常作为中介变量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王浦劬确证了政治效能感是将公众政府

满意转化为公众政府信任的中介变量。其中介作用表明，公众对政府越满意，政治效能感越高，就越信

任政府[21]。通常将政府信任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高低值两两结合来测量人们的政治态度偏好[22]。孟利

艳根据政府信任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类型来界定青年和政治的疏离程度[23]。张于研究公众警察信任

的影响机制时则指出，外在政治效能感促进公众警察信任，而内在政治效能感减小公众的警察信任[24]。
胡荣也指出社会信任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因子对公众的外在效能感有显著影响[25]。而社会公平感

作为中介变量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表现为政治效能感不仅能直接影响政治

信任，而且能通过社会公平感间接影响政治信任[26]。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社会感知状况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 

3.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2019)的数据，该调查采用

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 151 个区市县，604
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 7000 到 10,000 余个家庭，完成有效问卷 10,028 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

威性。依据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划分进行筛选，最终获得流动人群的 1381 份样本。 

3.2. 变量选择 

1) 因变量。本文将非户籍地居住半年以上群体的政治效能感作为因变量，考察其影响因素的构成(见
表 1)。在 CSS2019 中，由“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我的言论自由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限制”、

“老百姓参与政治活动没有用，对政府不能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

该听从上级的”、“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五个题目来衡量，用数字 1~4 分表示

很同意到很不同意四个程度区间。参照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测量方法，将前两项纳入考察内在政治

效能感题项，后三项归为衡量外在政治效能感题项。分别加总得分得到内、外在政治效能感总分并进行

二分类处理，用 1 表示效能感高，用 0 表示效能感低。 
2) 自变量。社会经济因素包含年龄、政治面貌、绝对收入以及相对收入等因素，为了便于考察不同

层次上政治效能感的程度，故对数据进行分组处理(见表 1)。性别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用 1 表示“男”，

0 表示“女”。政治面貌则重新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即 1 来表示“党员”，0 表示“非党员”。学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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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个指标衡量个人总体社会经济地位。本文中，绝对收入(个人年均收入)为连续变量，

故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使数据反映程度更为集中。社会经济阶层通常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另一个体现，学

界也将其称之为相对收入。本文中将个人社会经济阶层分为下、中、上三个层次。 
对于政治参与行为，区分为发明性政治参与和邀请性政治参与。前者指的是公民主动发起的、自下

而上的政治活动；后者指的是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活动[27] (见表 2)。本文中，采用“向社会媒

体反映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参与集体维权活动”的频率来衡量发明性政治参与，将“参与

村(居)委会选举”“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的频率来衡量邀请性政治参与。两者加总得到

政治参与频率并对其进行分二类处理，用 0 表示“未参与过”，1 表示“参与过”。此外，使用目标群

体浏览时政信息的频率来考察其政治关注程度，从“从不”到“几乎每天”用 1~6 编码。 
在地方政府服务水平方面，分别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治理、政治权利、社会治安、行政执

法、经济收入、就业机会、教育资源等 14 个方面入手综合衡量地方政府服务水平 2 (见表 2)。以上 14 个

题目分别用 1~4 分对“很不好”、“不太好”、“比较好”、“非常好”四个衡量程度进行赋值，合计

得到地方政府服务水平总分。 
在社会公平感知状况方面，CSS2019 从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就业、收入、

社会保障、城乡差异八个方面综合衡量社会公平程度(见表 2)。上述题目的答案均采取四级计分) 8 个题

目得分相加获得社会公平感总分 3。对于政治信任，由“完全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四个区间来衡量中

央政府、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信任程度。由于区县政府、乡镇政府都为地方政府 4，故将其得分加总得到

地方政治信任得分。 
 

Table 1. Assignment and meaning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赋值及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含义(括号内为变量均值)  

自变量 

社会经济因素 

年龄 连续变量：18~69 岁(40.85) 

性别 定类变量：女 = 0，男 = 1 

政治面貌 定类变量：非党员 = 0，党员 = 1 

受教育程度 定序变量：未上学 = 1；小学 = 2；初中 = 3； 
高中、中专、技校 = 4；大专 = 5；本科及以上 = 6 

绝对收入 连续变量：个人去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10.40) 

相对收入 定类变量：下层 = 1；中层 = 2；高层 = 3 

政治参与行为 
政治参与 定类变量：未参与过 = 0，参与过 = 1 

政治关注程度 连续变量：从不 = 1；一年几次 = 2；一月至少一次 = 3；
一周至少一次 = 4；一周多次 = 5；几乎每天 = 6 (4.17) 

政府服务水平 地方政府服务水平 连续变量：各测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40.48) 

社会公平感知 

中央政府政治信任 连续变量：各测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3.50) 

地方政府政治信任 连续变量：各测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5.74) 

社会公平感 连续变量：各测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22.02) 

因变量 政治效能感 
外在政治效能感 定类变量：效能感低 = 0；效能感高 = 1 

内在政治效能感 定类变量：效能感低 = 0；效能感高 = 1 

 

 

2使最大方差法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其 KMO 系数为 0.933，克隆巴赫系数为 0.983，表面量表具有很高的信效度。 
3对 8 个方面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法旋转之后提取一个公因子且 KMO 系数 0.859，隆巴赫系数为 0.815，均大于 0.7 表示量

表信度可以接受。 
4克隆巴赫系数为 0.880，学界认为克隆巴赫系数高于 0.7，说明量表信度可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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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情况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69 18 40.85 12.476 

性别 1 0 0.42 0.494 

政治面貌 1 0 0.17 0.372 

受教育程度 6 1 4.12 1.297 

绝对收入 16 1 10.4 1.286 

相对收入 3 1 1.82 0.396 

政治参与 5 0 0.53 0.827 

政治关注度 6 1 4.17 2.125 

政府服务水平 56 14 40.48 6.77 

社会公平感 32 8 22.02 3.532 

外在政治效能感 1 0 0.67 0.469 

内在政治效能感 1 0 0.62 0.486 

有效个案数 1381    

3.3.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且因变量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各影

响因素对流动人口内外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利用 spss 24 作为分析工具，将流动人口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内在政治效能感作为自变量，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4. 研究结果 

在分析回归模型之前，首先分别对内在和外在效能感进行基本的统计描述(见表 3)。由表 3 发现，纵

向上，效能感高的人群占比更高，分别为 61.6%和 67.3%。横向上，外在效能高的人数占比多于内在效能

感)效能低的人数比重要少于内在效能感。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制度结构变化和行动回应两个方面入手。

户籍制度改革前，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在居住地的政策安排、利益分配上和本地人口相比往往处于劣

势和被动地位，他们很难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和余地，因而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28]。因此流动人

口面临政治参与异化、利益表达不畅等问题。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见》，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流动人口、社会组织等主要相关主体

在其中表现出了多重面向，流动人口的权利状态发生改变，出现了一个弹性权利空间[29]。相较于户籍制

度改革之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权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反映在政治心理层面为效能感

的提高。政治效能感的内在与外在维度都体现了市民对当地事务介入的信心，当一个城市的治理方式能

让市民坚信自己属于治理联盟而未被排斥在外，市民的政治效能感无疑是较高的[30]。然而，正如学者研

究发现，尽管存在“弹性权利空间”，但权利根本上仍受限于地方政府，其政治参与方式或者说权利实

现方式受到限制。比如，作为流动人口典型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倾向于选择司法诉讼、集体行动等非制

度性参与方式来主动获取政府回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又恰好为非制度性参与提供了工具支持。换言之，

流动人口刺激政府回应的途径增加了。通过集体行动、社会舆论刺激政府回应社会问题使得此类群体主

观回应上得到满足，具体表现为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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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efficacy 
表 3. 政治效能感的次数分布 

 内在政治效能感 外在政治效能感 

效能感低 38.4% (530) 32.7% (451) 

效能感高 61.6% (851) 67.3% (930) 

合计 100% (1381) 100% (1381) 

 
其次，将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先放入 Logistic 二元回归模型

一中。随后将政治参与行为、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社会感知因素放入回归模型二、模型三以及模型四中，

其中将政治效能感高编码为“1”，政治效能感低编码为“0”。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ffecting the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4. 影响流动人口内在政治效能感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005 (0.005) −0.006 (0.005) −0.005 (0.005) −0.003 (0.005) 

性别(对照组：女)     

男 −0.144 (0.122) −0.138 (0.123) −0.154 (0.124) −0.116 (0.127) 

政治面貌(对照组：非党员)     

党员 0.365 (0.174)** 0.354 (0.174)** 0.330 (0.176)* 0.290 (0.177) 

受教育程度 0.125 (0.051)** 0.123 (0.051)** 0.148 (0.052)*** 0.124 (0.053)** 

绝对收入 0.064 (0.048) 0.071 (0.049) 0.063 (0.049) 0.063 (0.05) 

相对收入(对照组：下层)     

中层 0.481 (0.145)**** 0.489 (0.146)**** 0.458 (0.148)*** 0.429 (0.150)*** 

上层 1.708 (1.099) 1.724 (1.099) 1.542 (1.113) 1.300 (1.115) 

政治参与  0.197 (0.120)* 0.210 (0.121)* 0.215 (0.122)* 

政治关注程度  −0.013 (0.028) −0.015 (0.028) −0.015 (0.028) 

政府服务水平   0.051 (0.009)**** 0.027 (0.010)*** 

中央政府政治信任    −0.043 (0.101) 

地方政府政治信任    0.132 (0.047)*** 

社会公平感    0.047 (0.020)** 

常数 −0.866 (0.538) −0.931 (0.540) −2.994 (0.656) −3.641 (0.736) 

与模型相关信息：     

样本数： 1381 1381 1381 1381 

H-L拟合度检验 0.194 0.079 0.155 0.354 

似然比检验 1794.481a 1791.577a 1756.361a 1738.186a 

模型预测率： 63.2% 63.4% 64.2% 64.4% 

注：数值为偏回归系数(B)，()内数值为标准误差(S.E)，*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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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中模型一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六个社会经济因素自变量中，年龄、性别和绝对收入三个自变

量对流动人口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流动人口生理特征的变化和年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必

然改变其政治态度。但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主观社会地位是影响流动人口政治态度的主要因

素。统计数据反映，流动人口的政治身份属性会显著影响其内在政治效能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流动人口中党员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是非党员流动的 0.365 倍，这意味着具有党员身份比非党员身份流动

人口的内在效能感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也会提高流动人口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此外，流动人口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其内在政治效能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阶层的

内在效能感是较低层的 0.481 倍。 
在表 4 的模型二中，我们将政治参与行为因素放入模型。衡量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有政治参与行为

和政治关注程度两个。数据反映发现，政治参与行为对流动人口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影响，而流

动人口对政治的关注程度对其并无较大影响。随后，我们逐次将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社会感知状况两大

自变量先后放入模型三和模型四中，其中社会感知状况由政治信任和社会公平感共同衡量。统计发现，

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地方政府政治信任、社会公平感对流动人口的内在效能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

外，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进入模型中自变量数量的递增，模型的预测比率有 63.2%增加到 64.4%，这表明纳

入的因变量对流动人口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变化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按照相同的统计程序，我们也考察了上述自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外在效能的影响(见表 5)。 
由表 5 可见，在影响流动人口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社会经济因素中，政治面貌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

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而生理特征、受教育程度以及年均收入三个变量产生了显著的不同，前两个变量呈

现出负向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加，其外在政治效能感随之降低；男性的外在

政治效能感是女性的−0.466 倍，这表明男性的外在政治效能感比女性更低。而个人绝对收入则正向影响

外在政治效能感，表现为随着个人的年均收入的增加，其外在政治效能感也会随着提高。 
紧接着，将政治参与行为加入表 4 的模型二中，我们发现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行为显著影响其外在

政治效能感，而政治关注程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随后，依次将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社会公平感纳入模

型三和模型四中，发现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显著负向影响流动人口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而中央政府政治信任和社会公平感因素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由此可以推论，相较于制定顶层战略

的中央政府，经常打交道的地方政府行为对流动人口的外在政治效能影响更大。 
综上可见，影响流动人口内、外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元特征。而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行为、

地方政府服务水平以及地方政府信任均对流动人口的内、外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政治面貌、相对收入

和社会公平感因素能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内在效能感，却未能影响其外在效能感；而年龄、性别和绝对

收入因素的影响状况正好与此相反。 

5. 结论与讨论 

5.1. 社会经济因素与政治效能感 

社会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假设 1 成立。年龄、性别等生理因素对流动

人口内在效能感影响不显著，对外在效能感产生消极影响。 
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地位是影响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发现性别和年龄因素会对个体

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我们的研究中仅得出人口学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外在效能感会产生显著差异，

而这种差异呈现出负向关系。导致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流动人口的特征差异。具体表现为，流

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根据年龄分布可以发现，年龄集中在 30~50 岁之间的社会主要劳动力占比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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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ffecting the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5. 影响流动人口外在政治效能感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034 (0.005)**** −0.036 (0.005)**** −0.037 (0.006)**** −0.038 (0.006)**** 

性别(对照组：女)     

男 −0.466 (0.136)**** −0.471 (0.136)**** −0.473 (0.137)**** −0.499 (0.139)**** 

政治面貌(对照组：非党员)     

党员 0.097 (0.189) 0.066 (0.189) 0.092 (0.190) 0.138 (0.192) 

受教育程度 0.406 (0.058)**** 0.395 (0.058)**** 0.381 (0.059)**** 0.406 (0.060)**** 

绝对收入 0.113 (0.055)** 0.119 (0.055)** 0.126 (0.055)** 0.126 (0.056)** 

相对收入(对照组：下层)     

中层 0.025 (0.159) 0.038 (0.159) 0.072 (0.652) 0.085 (0.161) 

上层 1.496 (1.119) 1.540 (1.130) 1.788 (1.160) 1.912 (1.181) 

政治参与  0.289 (0.131)** 0.290 (0.132)** 0.287 (0.133)** 

政治关注程度  0.019 (0.030) 0.021(0.030) 0.023 (0.031) 

政府服务水平   −0.037(0.009)**** −0.022 (0.011)** 

中央政府政治信任    −0.003 (0.112) 

地方政府政治信任    −0.129 (0.051)** 

社会公平感    −0.010 (0.021) 

常数 −0.484 (0.599) −0.586 (0.602) 0.922 (0.708) 1.223 (0.785) 

与模型相关信息：     

样本数： 1381 1381 1381 1381 

H-L拟合度检验 0.194 0.289 0.531 0.206 

似然比检验 1794.481a 1564.332a 1547.385a 1538.738a 

模型预测率： 63.2% 71.7% 72.0% 72.8% 

注：数值为偏回归系数(B)，()内数值为标准误差(S.E)，*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外在效能感的高低取决于政府的回应性的强弱。田北海发现大众传媒使用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直接的

正向影响[31]。年轻群体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得更多的非制度化参与途径，通过新媒体平台影响政府决策。

此外，在推进阳光型政府的建设中，“网络问政”、“市长热线”等诸多官方途径迎合了年轻流动人口

政治参与的需求。女性参与政治生活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城市化进程动摇了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与早期以男性为主的流动人口特征不同，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到了流动人口

队伍之中。她们在人口流动过程中，思想得到解放，社会视野得到拓展。 
通常将受教育程度、个人年均收入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且在统计学意义上呈现出差异。

衡量社会地位指标的包含客观社会阶层评价指标和主观社会阶层评价指标以及综合社会阶层评价指标，

后者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考察社会地位对个体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常忽略了主观社会地位的影

响。无可置否，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内、外在效能感产生正向影响，直接关系到个体政治知识获取

和政治技能的习得。经济收入的增加、政治身份性质也对其政治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研究认为，

当社会公民位于顶层和底层时，其内部身份认同率较高，处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公民内部身份认同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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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同的是，相较于处于顶层和低层流动人口，认为自身处于中间阶层的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有显

著差异，其原因体现在流动动机差异上。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口向外流动的主要动机是解决温饱，更多关

注自身生存问题；而处于中层的流动人口在获得一定经济支持之上，开始关注自身发展以及享有权利的

实现，其流动目的开始转变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动机的改变促使社会中间阶层的流动人口主动

寻求自我利益的实现。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中间阶层成为社会

的稳定器，积极回应中层的合理需求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条件。 

5.2. 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效能感 

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是影响其政治效能感的主要因素，假设 2 成立。 
政治参与水平是直接影响个体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大量

研究发现，个体投票选举行为和参与意愿与政治态度联系紧密。受城乡二元割裂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流

动人口面临合法政治权利旁落、政治参与无门的尴尬境地。一面是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难以参与到流

入地的社区选举；一面是受时空因素的限制，流出地政治参与冷漠。即便是流动人口被动参与政治生活

时，其首先考虑的仍是依靠地缘、业缘关系或是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陈旧的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需求

的不匹配可能是是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困难、效能感低下的真正元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流动人口

的政治关注程度并没有对政治态度产生显著差异。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互联网信息混杂。新媒体时代

为信息获取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混杂着各类真假难辨的信息。而流动人口受综合文化素质的限制，难以

对海量信息进行自主筛选，当大量政府负面消息或是二手加工信息涌入视野，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随之增

加。二是信息偏好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达到很高水平)他们使用新媒体主要以人际交往、

休闲娱乐功能为主)集中于对 QQ 和百度的使用[33]。根据统计数据反映发现，尽管对时政信息有一定程

度的获取，但更多偏好于选择社交娱乐类信息。三是“半城市化”的生活状态。以聚群的生活方式为主)
重视内群体交往)缺少群际交往[34]，缺乏与工会组织、社区居委会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主观

上政治关注程度不足和客观上所处的社会交流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流动人口对政治关注程度总体偏低。 

5.3. 地方服务水平与政治效能感 

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差异导致流动人口衡量政府满意度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影响流动人口的政治态度，

假设 3 成立。 
城乡之间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空间等社会保障因素的巨大差异是引起我国

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对城乡户籍居民政治态度会产生“背反效应”[35]，原因在于流动人口衡

量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的参照系发生了改变。流入地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水平势必导致流动人

口对流出地政治信任的下降和政府服务的不满，进而影响对两地政府持有态度的变化。政府购买服务常

态化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造成承包商可能会想方设法地取悦和满足政府人员的需求而忽视了公共服务

的最终消费者，进而导致公众满政府意度偏低[36]。而公众满意度直接决定了其对政府态度的好坏程度。

在人口大规模的流动的实践中扭曲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流入地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地

方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供给中对户籍的依赖[37]。公共服务供给侧对制度结构的依赖与需求侧内容形式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之间的不对称、不平衡共同导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人们为了满足自我发展或是子女

教育的需要而进行的人口流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由地方财政资源的差异而造成

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而我国地方财政资源分配取决当前户籍制度的规定。事实上，地方服务水平取决

于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水平的差异。除此之外，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

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38]。政治效能感与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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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嵌入的过程，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是导致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直接影响政治效能感

的公民行为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又具有促进作用。 

5.4. 社会感知状况与政治效能感 

社会公平感知状况是流动人口衡量其社会生存空间的重要标准，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社会越公平，

排斥政府的可能性越小，假设 4 成立。 
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对政府信任和社会公平的感知敏锐而脆弱。通常政治效能感作为中介

变量影响政府信任和社会公平。实际上，二者能够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政治态度。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

感知直接作用于内在心理态度，表现为内在效能感的高低，对外在政治效能感不具有明显作用。政治信

任就内在和外在效能感上呈现出反向差异，且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对政治态度并无显著差异。受科层制

度和行政发包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其行为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因而，相

较于制定宏观政策的中央政府，流动人口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态度更加凸显。内在政治效能感源自于个体

自我影响政府能力的认知，因而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直接表现为内在政治效能感越高。传统研究认为，

以上结论同样适用于外在效能感。然而，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外在政治效能感与地方政府信任呈现出反

向差异，表现出流动人口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越高，其外在政治效能感越低。人口流动存在这样的流

动规律：在个人理性选择、社会发展环境适宜、存在收益差异、流入收益大于流动成本的情况下必定驱

使人们由低收益领域向高收益领域流动)而且比较收益差异量与流动人口的流速、流量正相关[39]。流入

地为吸引劳动力资源流入，发展地方经济，在初期会进行流动宣传承诺一系列的福利待遇，且流入地政

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流动人口的物质需求。加之，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政府等官方机构仍是身处异

乡的流动群体寻求帮助的第一选择。因此，流动人口在流入初期对流入地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

和期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限的能力和滞后的回应性无法满足较多、较高的政治期待，最终

导致政治效能感的下降。 

6. 对策建议 

1)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化解人户分离困境。制度安排决定了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随着当前户

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各地方政府应在宏观政策之下，探索地方户籍制度执行方式，创新流动人口治理思

路。流入地与流出地地方政府合作联动，确保流动人口信息的常态化更新与基本权益的保障落实。 
2) 扩大政治参与范围，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互联网+”模式为信息充分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在

保持现有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了解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意愿、提高政治文化

知识、更新政治参与方式。为化解流动人口政治边缘化困境，要做到“两地共举”。流出地可根据流动

人口的流动时间适时调整居(村)委会的选举时间，保证流出地政治参与的“在场”。流入地搭建流动人的

交流活动平台，依靠同乡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帮助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以促进流入地政治参与的“吸

纳”。此外，多通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宣传政治参与的价值意义，鼓励流动人口积极参与，为不同

群体的政治参与创造一个轻松氛围，化消极被动参与为积极主动加入。 
3) 提高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

角色定位，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间接支持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充分发挥市

场和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重要作用，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关键一点在于地方财政资源

的分配，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有针对性地平衡和扶持公共服务提供较弱的区域，或区域间政府结对互

助的形式共同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属性。数据验证分析使我们进一步发现部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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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背后的因果关系，为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户籍

制改革前后数据对比分析，无法完全推测出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政治效能感影响状况。此外，根据

流动人口的分类，文章只进行了广义层面的数据测量，缺乏对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农村非流动人口、城

市移民与城市原著民以及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城市移民之间政治效能感差异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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